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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受主編蔡宗齊教授的委託，《嶺南學報》第十輯由我負責編輯。爲了編
好這一輯，我們經過了將近一年的籌備，於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在嶺南大學
召開了以“出土文獻：語言、古史與思想”爲主題的小型會議。本輯的論
文，主要來自這次會議。
我想，作爲現代學術的中國古代文史研究，是從民國時候的羅王之學
開始的。現代文史之學的開拓和進展，一直是跟出土文獻的發現緊密結合
在一起的。胡適、顧頡剛、傅斯年、陳寅恪，民國時候的諸多大師，都非常强
調新材料的發現和使用。中央研究院建立歷史語言研究所，也是以殷墟的
發掘和研究爲支柱的，從此纔有了中國現代的考古學。２０ 世紀下半葉以
來，新的發現層出不窮，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秦漢以前的早期中國社會的
認識，這是非常令人振奮的。由於出土文獻内容的豐富性和重要性，它就
像一個巨大的漩渦，把各個研究領域的優秀學者吸引過來，形成了一股浩
蕩的沿流（ｄｒｉｆｔ），奔流成河。
這是一個學科重組的時代，很多傳統學科的邊界都已經模糊，面臨着
與其它學科之間的交叉滲透。研究者相互之間的合作和交流顯得越來越
迫切。出土文獻涉及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它本身就是一個學科開放的研
究對象，尤其需要不同領域的學者之間的切磋和協作。本輯的十二篇論
文，雖然只是這條大河中激起的幾朵浪花，但是它們各有自己的姿態，各有
自己的衝擊力，從不同的側面，突顯了出土文獻研究的特點和現狀。
這十二篇論文，可以分爲三組。
第一組是“語言文字考釋”，包括六篇論文，大略按照時代順序排列。
杜清雨先生的《説甲骨文的“■”和“■”字》考釋了“冡”和“髡”兩個甲骨
文字。甲骨文的研究發展到今天，除非有新材料的佐證，否則文字釋讀的
難度越來越大。杜清雨先生從攻讀碩士學位開始，就一直鍾情於甲骨文字
的釋讀，他的碩士論文《甲骨文字説四篇》，就有不少很好的意見。畢業之
後，他到中華書局工作，業餘時間，繼續堅持甲骨文字的研究，非常不容易。
這篇文章，是他堅持研究的新成果。文章有理有據，所下結論也頗可信，很
有參考價值。
沈培先生的《新出曾伯■壺銘的“元屖”與舊著録銅器銘文中相關詞語
考釋》，是對新出青銅器曾伯■壺銘文“孔武元黹”一語的考釋。正如他一
貫的風格，通過一個點聯繫到相關的問題，對其他跟“黹”字相關的銘文一
併作了統一的解釋；更讓我感到有意義的是，他進一步分析了“孔 Ａ 元 Ｂ”
這個語法格式的特點，反過來又發現了金文中的“鳴”字的新義。這種從具
體問題到探索規律，從探索規律到發現新的具體問題的反覆尋繹的過程，
真是我們研究學問的大快事！
鄧佩玲先生的《新見〈壽 ! 尊〉銘文所見“■”字試釋》一文，也是對新
出青銅器銘文語詞的考釋。文中所考的壽 ! 尊見於 ２０１７ 年香港翰海秋季
拍賣會，銘文記有“睗（錫）■馬卅匹”一語，當中，“■”字从“卜”从“馬”，
乃金文首見。鄧先生結合先秦用馬制度，將此字讀爲“駁”，“睗（錫）■馬
卅匹”意指賞賜雜色馬三十匹。鄧先生的釋讀很有啟發。我曾在會議上提
出讀爲“朴”可能更直接，因爲朴有公牛之義，從卜從馬者爲公馬，從卜從虎
者爲公虎，從卜從彖者爲公的野豬，似乎也都能解釋。不過，鄧先生並不認
同。我的意見也的確只是推測。可見語言文字的考釋雖然是基礎工作，但
要取得精確不移的結論是多麽困難。可能越是基礎的工作，越需要我們保
持開放對話的心態。
文字考釋，尤其是戰國文字的考釋，是趙平安教授最擅長的。他這次
提交的論文是《談談戰國文字中用爲“野”的“冶”字》，將戰國文字中從
“土”從“爪”的字論定爲“野”，從來源上講，很可能是冶的假借改造字。這
個結論，應當是非常可信的。
陳劍先生的《據出土文獻説“懸諸日月而不刊”及相關問題》，又一次向
我們展示了一個範例：很多我們習以爲常、熟視無睹的現象，其實是誤會。
以前我們從不置疑的“懸諸日月而不刊”，原來應該是“緜諸日月而不刊”。
他舉了大量的證據，解釋了“緜”與“懸”在字形上的關聯，以及各種相同或
相似的文例，令人信服。這個結論很有顛覆常識的衝擊力，以至於我一開
始很難相信；但是認真閲讀他的論文之後，我覺得我還是傾向於他的新説。
近些年來，在出土文獻研究中發現了很多似乎難以用傳統的古音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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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解釋的通假、諧聲現象，這些都是研究上古音的珍貴材料，很多學者對此
有過總結，也有些古音學家據此來構擬新的古音系統。不過，新材料也帶
來了很多新的認識上和實踐上的混亂。張富海先生的《諧聲假借的原則及
複雜性》，想要重新確認一些通假、諧聲的原則問題，很有意義。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９日，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開了一個討論出土文獻與上古
音的沙龍，我有幸參與其中。我在會上發表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有些正
好涉及張先生的論文内容，且容我不揣譾陋，略述一二。
上古音的研究需要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角度出發，具備歷史比較法的
基本觀念與方法，這是毫無疑問的。歷史比較法的基礎是語音對應規律，
其關鍵並不是兩種語言的時間早晚，衹要能找到語音對應規律，相差多久
的語言都可以比較。但是，時間相差越遠，同源詞的選定就越困難，語音對
應規律也越難以建立，這也是常識。
目前講的上古音，從西周，甚至商代，延續到秦漢，時間跨度太長，内部
肯定經歷了很多變化，把它分成幾個歷史時期是很必要的，但問題是，缺乏
材料。出土文獻雖然提供了一些，但基本都是戰國秦漢的材料。最理想的
當然是抛開清人已經建立的古音體系，抛開《詩經》、《楚辭》的音系，單獨從
現有的材料出發去構擬，然後跟已有的古音體系比較，肯定能有大的突破。
但問題是現有的出土材料雖然字數很多，卻尚不足以單獨構建戰國與秦漢
的古音體系，不知道安徽大學的《詩經》簡的情況怎麽樣。這也跟材料的性
質有關。出土文獻中的古書部分，首先要確定它的寫作時代，然後要確定
它的抄寫年代，纔可以進行這種歷史研究。但是戰國竹簡，它的内容卻未
必是戰國的，除了一部分可以大致確定，很多其實是筆糊塗帳。例如：《金
縢》，是西周的，還是戰國的？《易經》，恐怕不能反映戰國時代的音系，它肯
定要更早些。《保訓》，是戰國人創作的小説，還是西周時代流傳下來的文
本？戰國文字書寫的文本是否反映戰國時代的古音系統？對於古書來説，
恐怕是更早的，至少有更早時候的語音要素；倒是文書類的文獻，比較能確
定它的時代，如果出現假借或者押韻現象，比較可靠。而且，要研究諧聲字
反映的音系，也要先知道這個字産生的時代。這些都值得討論。
當前的上古音研究，恐怕還没有達到能够重建一個新體系的地步。目
前最大的困難可能有三：
第一，是某些研究的出發點是否可靠。例如諧聲字、假借字，到底是不
是完全同音，還是相似就可以？如果是相似的話，究竟達到怎樣的相似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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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比如説，是否要求諧聲或假借必須聲母相同？相近可以嗎？同部位
或發音方法相同可以嗎？發音部位和方法不同但聽感上相似可以嗎？
這方面的問題雖然難解決，但還不是最難的，因爲我們可以從一個假
定出發，各自幹各自的，能自圓其説，也可以成爲一個有參考價值的體系。
難的是第二，是具體的例證是否可靠。對於出土文獻的解讀，目前還
有很多問題，看到異文，並不見得一定是語音上的問題，有的是語義相近産
生異文，有的是傳聞不同造成異文，有的是文字使用上的習慣。例如楚文
字的“倉”和“寒”，恐怕跟語音没什麽關係，就是形近或者義近；“只”跟
“也”，戰國文字相似，有混用的，就不適合用作支和歌通假的例證；“天”跟
“而”（日母之部）混用，字形大多没有分别，但語音毫無關係；“名”用爲
“明”，看戰國文字，兩者字形很接近，恐怕是誤混，不見得是耕部字假藉爲
陽部字；藝、設、勢、褻的假藉，恐怕也不是聲音上的通假，而是字形上的借
用。大恒與太極，語音雖然相近，但可能更多的是因爲意義上比較接近。
語氣詞的用字往往有不同的形式，現代漢語也是，嘛、嚜、麽表示的是
同一個語氣詞，但是看到這幾個字，很可能我們會念成不同的讀音。如果
用語氣詞的氏、可、兮的不同寫法，來證明歌部、支部的通假，説服力也要大
打折扣。
漢字的特點跟拼音文字有所不同，出土文獻中經常用同一個諧聲偏旁
的字表示本字，例如釀、攘、曩、壤這些字，在出土文獻中都可以用“襄”一個
字來表示。當我們看到“襄”的時候，漢字的特點，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其
它從“襄”之字；再根據上下文，得出正確的讀法並不難。這種材料，能否得
出“襄”用爲那些字是同音假藉？能否得出心母與泥母可以通假的結論？
我們最多可以説，泥母的“曩”用心母的“襄”諧聲，但是通假就是同時代的，
諧聲未必是同時代的，而可能反映不同時代的語音變化。兩者很不一樣。
而且諧聲是否意味著我們必須要構擬一個 ｓｎ這樣的聲母？
我們對於出土文獻的釋讀是否可靠，也要警惕。文字本身的問題還不
是最麻煩的，就算認出了所有的字，怎麽斷句，怎麽解釋，往往有很多可能
性。目前的上古音研究，經常是取有利於我的解釋，把這樣的解釋當作是
正確的解釋，來支持自己的分部或構擬，這樣的結論當然難以令人信服。
一個比較可行的做法是，逐個檢驗例證，把那些幾乎是確定無疑的作爲一
類證據；把那些只是可備一説的例證作爲二類證據，只是作爲參考；那些基
本上不能成立的例證，當然就直接排除。這樣做成一個表格，以供古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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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使用並檢驗。
第三，是例子的數量。王力先生説，例不十，法不立。這是對例證的可
靠性的一種保證。例外必須有一定數量，纔有可能找到例外的規則，纔能
成爲一種語言現象，衹有一兩個例子，那完全可能是語言以外的因素，比如
抄寫錯誤，偶爾用錯，理解偏差等等。比如幽侵對轉（包括宵談）的問題，王
念孫等清代學者也注意到了，他們把“三年導服”的導，讀爲禫。但是這樣
的例子太少，所以王念孫從來没有用這樣的例子來調整他的古韻分部。唐
蘭先生用這個例子來考釋甲骨文中的稻字，并且明確説，甲骨文的音韻，不
能總是用《詩經》的韻部來衡量，這是對的，可惜的是不可能有條件重新構
建甲骨文的韻部系統，甚至該怎麽修正也不知道，這是例子太少的緣故。
後來例子稍稍增加，裘錫圭先生有專門的文章討論。現在的古音韻部系
統，任何兩個韻部之間，幾乎都可以找到幾個相通的例子，怎麽解釋，各家
有不同的看法。段玉裁特别强調之、支、脂三部的分立，但現在從出土文獻
的角度看，之、微有相通的例子，傳世文獻上也有一些之和脂相通的例子，
怎麽處理，還是跟數量有關。如果衹根據幾個例子，例外的規律是難以找
到的，也就失去了分立的根據。月部和葉部，魚部和談部，真、元部和耕部，
東部和陽部，等等，都有類似的情況。段玉裁自己曾説，知其分纔能知其
合，知其合纔能知其分，這是處理常例和變利的微妙之處。
不過，也許正因爲有這麽多的困難，古音學領域將是一個大有可爲的
研究領域。目前，對於周邊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研究越來越深入，隨着出
土文獻材料的豐富，加上原有的傳世文獻，這三重證據，很有可能爲理論語
言學和上古音研究打開一個新局面。
本輯的第二組是“歷史與文獻發微”，包括五篇各有特色的論文。前兩
篇是談歷史的，後三篇主要是文獻。我們這裏用“發微”這個詞，不僅是發
現新的隱微之義，也含有以小見大，從非常具體的問題來探求歷史背景的
意思。
郭永秉先生的《戰國工官屬吏中的成童———再談三晉銘刻中所見“孺
子”的身份》，對戰國文字資料中與斠量器物有關的“孺子”的身份再次進行
了探討，否定了過去對三晉銘刻中所見的部分“孺子”身份的判斷，認爲這
些“孺子”是工官中負責諸如器物檢定斠量等輔助工作的成童。論文材料
翔實，很有創見。郭先生對“孺子”的研究，在研究的思路上也給我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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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是對他幾年前研究“乳”字的工作的推進。他在文章的開頭説：
“六年前，趙平安先生和我協力分别對戰國楚系與三晉文字中的‘乳’字進
行了較爲全面徹底的考釋清理，基本構建起古文字‘乳’字的演進序列，發
掘出一批戰國文字中的‘乳（孺）子’資料。”“古文字字形考釋只是古文字
研究的第一步，疑難字釋定之後，還需要對這些字在相關語境下的用法、含
義甚至有關語詞在歷史、制度等方面的意義作出合理闡説。如果以這個標
準來衡量‘乳’字的考釋，在今日看來確實是不盡完美的。”“我的那篇小文
發表後，陸續又見到若干關涉‘乳（孺）子’的材料，通過新資料提供的新知，
使我對戰國時代與工官有關的‘孺子’這一身份，有了進一步比較明確的認
識。”我覺得郭先生先後研究“孺子”的論文，很有裘錫圭先生的風範。
韓巍先生的《新出“宗人”諸器所反映的西周宗族關係》，是對一組新見
的流散青銅器的研究。這是一組與名爲“宗人”的貴族相關的銅器。韓巍
先生分析了其中的人物關係，試圖揭示宗法制度的某些具體的細節。他的
這一研究，無疑會深化我們對於西周宗族關係和宗法制度的認識。
陳侃理先生的《司馬遷與〈過秦〉篇》，是一篇很有特色的論文，他想探
索的是司馬遷的寫作心態和個性。我把它概括爲“用經學的方法來研究史
書”，也就是探索史書作者的微言大義。不知道作者是否能同意我的這個
概括。其實在傳統的史學研究中，研究一個歷史人物説話處事的具體情
境，由此推測他的心志，是佔了很大分量的；只是具體到史書作者的微言大
義，我們往往會覺得那是孔子的春秋筆法，仿佛那是帶有巨大任意性的以
意逆志。不過，陳先生的論文是以堅實的史料爲依據的，他的探索也是有
説服力的。我個人在讀《史記》的時候，往往有一種感覺，似乎能見到司馬
遷的音容笑貌。當然，這也可能是一種錯覺，但是這足以説明，司馬遷是隱
藏在他的作品之中的。如何讓這位偉大的史學家重現在陽光之下，無論如
何，是一個非常值得探索的問題。
林志鵬先生的《戰國楚竹書〈容成氏〉校讀》，是對上博簡《容成氏》的
再次整理。對於《容成氏》已經有大量的整理研究的文章，我雖然孤陋寡
聞，也知道至少已經有孫飛燕女士和單育成先生的兩部集疏性專著。這種
匯聚舊説，又有所新見的著作，可以大大方便我們研究者找尋資料，實是功
德無量之事。在這樣豐富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還能有新的發現，實屬不
易。我理解，林先生的這篇文章，目的並不在於匯聚衆説，而是想在衆説的
基礎上，根據自己的判斷，整理出一個可靠的可供學者閲讀和研究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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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工作，較之集疏性的著作，簡明扼要，也可以節省讀者的很多時間，也
是功德無量之事。
楊華先生的《中國古墓爲何隨葬書籍》，是一篇介於考古學、文獻學與
思想史之間的論文。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雖然前人已經多有討論，
但楊先生的答案仍然獨具特色，他認爲其中有一個觀念變化的過程：在喪
葬禮制的初期，書籍被埋入墓中，可能與墓主的身份、職業、興趣有直接關
係，但後來相沿成俗，便變得關係不大了，僅僅退化成一種程序，大多是舉
喪時臨時抄寫的文本。喪家可能並不在意入葬文本的性質和完整性，而只
是在意是否隨葬了“書”。楊先生的答案的確可以解釋很多現象，比如墓葬
中出現重複文本、摘抄選抄、補綴書寫、空白簡等。他的解釋很值得參考。
本輯的第三部分，是“史與思之間”，是筆者的一篇思想史方面的論文。
本次會議提交的論文較少思想方面的研究，這跟我自己缺乏組織會議的經
驗有關。有些非常優秀的學者，特别是思想史研究領域的學者，未能及時
邀請，這讓我們會議主題中的“思想”這一部分，顯得有些孤獨。我想以後
有機會再組織一些聚會，做一些更專題化的交流。
很早以前，我就想寫一篇考察“中國”這個概念的來龍去脈的文章。但
是真正動筆時纔發現，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程，遠不是單單考察一
個概念那麽簡單。近些年來，關於“中國”的討論越來越多，尤其是考古學
界關於“最早的中國”的討論，已經成爲熱點問題。不過，目前的討論，大多
集中在哪個是最早的中國？夏文化在哪裏？“中國”這個觀念是連續統一
的存在，還是一個想像的概念？等等。而對於早期“中國”這個概念是如何
形成的，卻鮮有討論。我的《試論早期“中國”觀念的形成》，就是想要回答
這個問題。文章用的主要是文獻的材料，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也參
考了考古發現和考古學家的意見，論述了早期中國的地理格局和政治中心
的變化，嵩洛地區是如何從一個邊緣地帶變成天下之中的，如何因此形成
“中國”的概念。有關“中國”這個概念，還有很多相關的問題需要研究，這
將是我今後要繼續關注的課題，本文只是邁出的第一步。
以上是我對每一組論文的主旨和每一篇論文的介紹。限於個人的水
平和見識，所言不一定都合適，僅供讀者參考，也歡迎作者批評。
最後，作爲本輯《學報》的執行編輯，我需要感謝很多人。我們的會議
可以説取得了圓滿成功。首先要感謝前來參加會議的各位學者，他們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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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年輕，但早已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們願意前來參
加會議，並且提交了高質量的論文，這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我也要感謝
《學報》主編蔡宗齊教授和系主任汪春泓教授的信任與支持。這是我第一
次組織會議，雖然規模不大，卻真有點手忙腳亂；如果没有他們這兩個强大
的後盾，無論是會議還是本輯《學報》，都不可能順利完成。還要感謝我的
前輩同事李雄溪教授和許子濱教授給予的意見和幫助，感謝所有幫忙張羅
會議和參加編輯工作的嶺大同事和研究生。我還要特别感謝香港中文大
學的沈培教授，對我提出的任何要求，他似乎都没有拒絶過。
我們的會議雖然規模不大，但是卻得到了學界和學校的高度重視。香
港的兩位前輩學者單周堯教授、張光裕教授莅臨我們的會議並擔任主持。
時值嶺南大學復校 ５０ 週年紀念，校長鄭國漢教授也到會並致開幕詞。校
長説：“學校特别重視文史研究的進展，因爲這曾經是我們最值得驕傲的傳
統。”祝願嶺南大學中文系，永秀於學術之林。
徐　 剛
２０１８年 ８月 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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